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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动行为是成瘾、精神分裂症、注意缺陷多动障

碍及双相情感障碍等多种精神疾病的核心特征［1-2］，

更好地理解冲动行为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对精神

疾病的治疗及预防至关重要［3］。认知控制障碍导致

的反应抑制减弱是冲动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［4-5］。

认知控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能是其内在的可变

性，即根据行为目标调节思想和行为的能力，这种

可变性可能源于主动控制模式和被动控制模式之间

的时间动态差异。据此，Braver［6］及其团队提出了

认知控制双控制理论，包括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

制，研究发现精神障碍可能与其缺陷存在相关性。

一、双控制理论

在主动性控制中，任务和目标相关信息会被牢

记，以便在认知冲突或错误发生前及时预测和阻止，

以此来提高目标导向行为的效率，从而提高任务效

能。在主动性控制下，目标在实施之前被触发，并

持续保持，从而优化准备，同时最小化内部或外部

的干扰。因此，主动控制的优势在于可以不断调整

计划和行为，以促进成功完成目标。然而，主动控

制策略的缺点是持续的目标维护需消耗大量资源。

考虑到关注目标维护的明显且强大的容量需求，主

动控制将减少维护工作记忆中其他信息的可用容

量。相比之下，在反应性控制下，目标仅在需要（或

检索）时激活，具有效率高的优点，在意图形成和完

成之间的时间间隔内释放资源，以便更有效地执行

其他任务和目标。然而，这种策略的缺点是，它需

要反复重新激活目标，因此，对触发事件本身有更

大的依赖性，如果这些事件不够突出或有辨别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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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不会被重新激活。

主动性控制为“早期选择”的一种形式，在事

件发生之前，持续维护目标相关信息，以目标驱动

的方式，优化注意力、感知和行动。相反，反应性控

制为“延迟纠正”机制，仅在需要时及时调动，例如

在检测到高干扰事件后。因此，主动性控制是指对

目标相关信息的预期维护，依赖于干扰发生前的预

测和预防。而反应性控制则是一种纠正机制，在冲

突发生时被激活，依赖于干扰发生后的检测和解决。

由于主动性和反应性认知控制各有利弊，因此在认

知任务中，两种模式可相互独立，也可相互补充。

其核心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，来理解认知控制

功能的个体内和个体间差异，以及不同人群（如儿童

和老年人）及患有特定神经精神疾病的群体中可能

存在的认知控制变化［7-9］。

二、相关神经环路

既往研究发现主动性控制与前额叶皮层 - 纹状

体环路相关［10］；前额叶皮层调节执行功能，纹状体

参与运动的准备、启动和执行，对停止信号后的成

功激活可能反映出其对停止信号发生的预期、初级

运动皮层的抑制及反应累积。主动性控制被认为是

一种长期机制，通过持续的外侧前额叶皮层 - 纹状

体活动实现自上而下的偏向。因此，维持目标导向

信息所需的时间长度、目标导向任务的重要性以及

工作记忆容量等因素可能会影响主动控制的效率。

目前，工作记忆被认为是主动性控制的先决条件，

因此工作记忆容量较低的人可能倾向于采用被动控

制策略；纹状体对运动刺激的反应随着停止运动反

应可能性的增加而增加，因此，纹状体在抑制性运

动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当纹状体活性较低时，受

试者无法抑制运动反应［11-12］。

反应性控制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自下而上倾向

的短期机制，这种倾向可能与前额叶皮层 - 扣带回

皮层环路相关，根据前扣带回皮质（anterior cingulate 

cortex， ACC）在短时间内检测到的冲突，瞬时激活前

额叶皮层［13］，并且与主动性控制相比，被认为在认

知资源方面成本较低［7］。大量研究表明，前额叶皮

层和 ACC 在人类认知控制中起着关键作用，特别是

ACC 在认知任务执行过程中检测反应冲突的作用，

以及随后将这种冲突转化为认知控制［11］，这两个大

脑区域之间的关系已在神经成像和神经网络模型中

得到广泛研究［14-16］。此外与认知功能调节有关的

小脑、与记忆有关的海马和内侧颞叶、与注意有关

的顶叶等脑区可能在认知控制双控制理论中发挥 

作用［17］。

三、影像学研究

研究表明，年轻人的行为表现和大脑活动（即持

续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）与其以主动控制为主

的风格一致，而老年人通常更被动，这可能是因为

主动控制在认知上要求更高有关［18］。与年轻人相

比，在老年人中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枕下回的激活

和连接性增强，可能会补偿衰老期间主动性控制效

应的降低，而在反应性控制中，两组人群没有明显

差异［19］。

既往研究发现冲动性与认知控制相关，在Stroop

任务的功能 MR 研究中，较高的冲动性与顶下小叶

活性增强介导的主动性控制增强和右侧背外侧前额

叶皮质和前扣带回区活性降低介导的反应性控制减

弱相关［20］。在go/no go任务中，也发现冲动性与左顶

叶下叶和上叶的活性增加、主动性控制增强相关［21］。

目前的研究结果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，

旨在更好地了解认知控制功能。

四、基因多态性研究

多巴胺（dopamine，DA）通过 D2 受体（dopamine 

D2 receptor， DRD2）的神经传递与奖赏加工、认知控

制和药物滥用效应的调节有关。DRD2 基因存在于

前额叶、纹状体、前扣带回，调节认知控制环路［22］。

研究发现 DRD2 rs2514218 风险等位基因携带

者的纹状体对主动性控制的反应减弱，而携带者的

纹状体激活总体水平高于非携带者。与非携带者

相比，危险等位基因携带者在反应性抑制期间纹状

体反应减弱，表明风险等位基因携带者纹状体无法

灵活地响应相关线索［23］。纹状体 DRD2/D3 受体有

效性与反应性抑制的速度呈负相关，与额叶 - 纹状

体神经回路中抑制相关的功能 MR 激活区域呈正相

关。涉及 D2/D3 纹状体背侧区域（尾状核和壳核）的

受体有效性最强，这与动物研究中反应性抑制相关

DA 受体结果一致。表明纹状体 D2 受体在介导行为

控制的神经回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这种能力对于

适应性反应至关重要，并且在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

疾病中受到损害［24］。

Gaspar 等［25］在 ACC 的神经元中发现了 DRD2，

研究发现在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中，在反应性抑制期

间，DRD2 rs1799732 基因多态性在楔前回和扣带回

中存在差异。这些发现为多巴胺基因在反应性抑制

和自我监控过程中调节神经反应的作用提供了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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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的证据。这些基因中的变异似乎会影响与冲动行

为相关的过程，冲动行为可能会增加酗酒和依赖的

风险［23］。

五、常见的行为学范式

1.连续性操作测试任务（AX-continuous performance 

task，AX-CPT）：在该任务中，受试者必须保持线索

信息，积极灵活地响应探测目标［26-27］。重要的是，

与其他认知控制任务相比，AX-CPT 允许在同一试

验范式中直接对比反应性和主动性过程。见图 1。

参与者被要求进行4种类型的试验：（1）AX试验：

线索“a”（即字母 a）后面跟着探针“X”（即字母 X）； 

（2）AY 试验：线索“a”（即字母 a）后面跟着探针“Y”

（即字母表中除 a、X 或 K 以外的任何字母）；（3）BX 试

验：线索“B”（即字母表中除 a、X 或 K 以外的任何

字母）后面跟着一个探针“X”（即字母X）；（4）BY试验：

一个提示“B”（即字母表中除 a、X 或 K 以外的任何

字母）后面跟着一个探针“Y”（即字母表中除 a、X

或 K 以外的任何字母）。字母 K 之所以没有出现，是

为了避免与字母 X 相似而造成混淆。参与者被要求

对 AX 试验给出一个目标反应，对任何其他试验（如

AY、BX 或 BY）给出一个非目标反应。

在 AX-CPT 中，参与者在 AY 和 BX 试验（即冲突

试验）中的表现被用来评估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

制。如果参与者使用主动策略，由于 AX 试验的高

频率（70%），在提示“A”后，他们倾向于期待探针

“X”，并且不得不抑制优势目标反应。因此，AY 试

验的干扰（即反应较慢）反映的是主动控制（即反应

较慢，主动控制越高）。如果参与者使用反应性策略，

他们对 BX 试验的反应会更慢，因为参与者对探针 X

做出反应，而不能使用提示B给出的情境。因此，BX

试验中的干扰（即响应较慢）反映了反应性控制（即响

应越慢，反应性控制越高）。BY试验被认为是一种控

制条件，用于确定参与者是否理解和遵守指示。

各种试验类型的频率重复了以往大多数 AX-
CPT 范式的研究。在这个版本的 AX-CPT 中，年轻

人倾向于使用主动策略来解决任务，这是由于在

90% 的试验（AX，BX 和 BY 试验）中，主动策略是最

有效的策略。

2. 停止信号预期任务（stop-signal anticipation task，  

SSAT）：3条水平线构成了任务期间连续显示的背景［28］。

（1）在每次试验中，一条线从底部向上匀速移动，在

800 ms 内到达中线。主要任务是用右手拇指按下

按钮，使这条线尽可能靠近中间。目标响应时间为

800 ms。这些试验称为 go 信号试验（go-signal trials）。

（2）在少数试验中，线在到达中线（即停止信号）之前

自动停止移动，表明必须停止响应，不能按下按钮。

这些试验称为停止信号试验（stop-signal trials）。（3）

停止信号发生的概率在整个试验中被控制，并由目

标响应线的颜色表示。有5种停止信号概率等级：0%

（绿色）、17%（黄色）、20%（琥珀色）、25%（橙色）和 33%

（红色），见图 2。如果中间线为绿色，则该条线将永

远不会自动停止。如果中间线为黄色，则该条会偶

尔自动停止。如果中间线为琥珀色，则该条有时会

自动停止。如果中间线为橙色，则该条线将经常自

动停止。如果中间线是红色，则该条线通常会自动

停止。总共有 414 个 go 信号试验和 60 个停止信号

试验以伪随机顺序在一次运行中呈现。密切注意中

间线的颜色非常重要。在这个范式中，需要响应的

图1  连续性操作测试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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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信号偶尔会跟随一个停止信号，表明应该停止

计划的响应。停止信号任务中的抑制控制涉及由停

止信号触发的反应机制（即反应性抑制），但也包括

在停止信号出现之前激活的主动机制（即主动性抑

制），具体详见 https：//github.com/bramzandbelt/SSAT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在认知控制研究中比较成熟的

任务范式：Stroop 任务、Sternberg 任务和线索转换任

务（cued task-switching，Cued-TS）等。Stroop 任务中，

试验者给被试者呈现用不同颜色写成的单词，要求

被试者尽快且正确地说出每个词的颜色，而不理会

这个词的名称及其所代表的意义。Sternberg 任务要

求受试者记住一套项目（一般是字母或者数字），经

过短期延迟之后，对测验项目做出迅速判断。Cued-
TS 任务要求被试者根据提示对刺激进行分类按键

反应，对刺激的颜色和形状进行判断。左键表示圆

形或绿色，右键表示红色或三角形。当被试者看到

当前的字母与前一个试次相同时，则同样对当前刺

激进行颜色判断，否则，对当前刺激进行形状判断，

依此切换。关键的是，每项任务都是在 3 种不同的

条件下执行的，这 3 种条件鼓励使用不同的认知控

制策略：基线、主动和反应［29］。

六、精神疾病中的双控制理论

1. 精神分裂症：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

控制受损，与对照组相比，患者和同胞的主动性控

制降低，反应性控制不受影响。主动性控制降低与

右纹状体、右下额叶皮质和左右颞顶交界处激活失

败有关，而反应性控制的激活不受影响。那些主动

性控制最低患者的工作记忆跨度也最短。精神分裂

症与主动性控制减少有关，可能是因为皮质纹状体

功能障碍所致［12］。主动性控制与背外侧前额叶皮质

和顶叶活动增加有关［30］。在精神分裂症中，主要表

现为主动抑制缺陷，导致对反应性干扰控制过程的

依赖性增加。干扰控制过程的压力导致行为性能降

低。因此，精神分裂症的抑制性缺陷可能是广泛的

工作记忆和认知障碍的基础［31-32］。但也有研究发现，

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、反应性控制均受损［33-34］。

2. 抑郁症：研究发现与快乐面孔相比，重度抑

郁患者在抑制悲伤面孔反应时，反应潜伏期增加，

可能与双侧背侧 ACC 的活动较强有关，反映出对负

性刺激的异常反应控制。此外，重度抑郁患者在面

对即将到来的命令性刺激（或有负变异成分的异常

调节）时，表现出主动性控制异常，并伴有属于默认

模式网络的大脑区域的更多活动［35］。重度抑郁患

者对负面信息注意的抑制缺陷可能源于对主动资源

和反应性控制过程的异常。另一项研究也发现，青

春期早期抑郁青少年反应性控制能力下降，主动性

控制能力也呈下降趋势。但青春期晚期抑郁青少年

在反应性或主动性控制方面没有差异，但与早期抑

郁青少年相比，他们在主动性控制方面确实表现出

改善［36］。

3. 成瘾：研究发现在赌博障碍患者中，缺乏预谋

这一冲动特质与较差的主动性控制相关［37］。在大麻

使用障碍患者中，也发现主动性控制受损［38］。海洛

因使用障碍者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力和主动控制的钝

化，这可能部分解释了较差的执行功能在海洛因复

吸中的作用［39］。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，暴露于成瘾

相关线索可以调节个体的主动性抑制，可以主动限

制成瘾行为。目前相关研究较少，还需进一步研究

证实。

此外，在强迫症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、品行障碍、

进食障碍、焦虑障碍等精神疾病中也存在主动性或

反应性控制障碍［7，40-43］，因此，还需进一步深入研

注：A go- 信号任务；B 停止信号任务；C 线索，从左到右目标响应线颜色为绿色、黄色、琥珀色、橙色、红色

图2  停止信号预期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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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为精神疾病的治疗预防提供理论基础。

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构成精神疾病谱的各种

疾病中存在着共同潜在的综合征，可能共享病因、

心理病理学及治疗方法和预后［44］。聚焦共同行为

表型的跨诊断研究，对于理解各疾病的共同病理机

制，开发共同的生物标志物及新的治疗靶点，具有

重要意义［45］。认知双控制理论在反应抑制及冲动

控制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，为精神疾病所致冲动攻

击行为的干预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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